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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华民族自建立国家后经历了四千多年连续发展的历史进程，虽然经过历次改朝换代但一直保持着统一

多民族的国家形态，这是具有深刻历史原因的。唐朝是古代民族政策发展史上的成熟稳定期，具有鲜明

的开拓性和创新性。中央王朝在民族治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得到历代王朝的传承发展，成为中华传

统治国智慧。其中，怀柔策略是一项具有传世价值的民族治理经验。本文通过介绍唐朝开明民族观念产

生的历史原因，结合中央王朝在推行民族策略方面推出的一些创新性措施，指出了唐朝民族政策在很大

程度上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初萌芽，为当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探寻到了历史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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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inese nation has experienced a historical process of continuous development for more than 
four thousand years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untry. Although it has maintained the form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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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unified multi-ethnic country through successive dynastic changes, there are profound historical 
reasons for this. The Tang Dynasty was a mature and stable period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
ment of the ancient national policy, which had a distinctiv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The cen-
tral dynasty has accumulated rich experience in ethnic governance, which has been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by successive dynasties and become the traditional Wisdom of Chinese governance. Among 
them, the conciliatory strategy is an ethnic management experience with hereditary value. In this 
paper,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e Tang Dynasty enlightened people produce 
reason, combined with the central dynasty launch some innovative measures in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strategies, points out the national policy of Tang Dynasty to a great extent, promote the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first bud and built up to contemporary com-
munity consciousness to explore the historical origin of the Chinese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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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古以来，中央王朝在治国安邦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在处理与边疆民族关系方面更是形成了统治

集团独特的治国思想体系，这种经验在唐朝表现更为独特。《左传》中记载：“卫国、鲁国、晋国……

皆为启以商政，域以周引，启承夏政，域以戎索，此后沿袭[1]。”这成为中原王朝推进边疆治理的最早

记载。周对四方各族政策有联姻、封赐和朝贡等，武力征伐和羁縻牵制是主要手段，羁縻策略开始在历

史上出现，这成为唐朝在边疆推进羁縻策略的重要历史依据。中原政权此时处理与外蕃关系的思想是以

华夏为天下中心，将外蕃分别称南蛮、东夷、西戎和北狄，自此形成了中华民族史上“先华夏后夷狄”、

“内诸夏而外夷狄”的独特民族观念，这也被历代统治者长期奉为。唐朝推行羁縻制度、“和亲”以及

茶马互市三大民族政策。在边疆民族地区，通过设置羁縻府州，任用边疆民族首领担任当地行政长官，

管理本民族内部的事务；通过“和亲”，唐王朝与各边疆民族搭起了民族大融合的桥梁，沟通了中央与

边疆间的密切联系；通过茶马互市，发展了边疆地区的经济，推动了边疆民族地区与中原地区的贸易往

来，兼容并蓄，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增强了唐朝国力，达到了治国安邦的政治目的。 

2. 唐朝开明民族观念产生的历史原因  

关于疆土和民族的历史渊源，我们可在《山海经》中找到相关记载，中原王朝自认为是天下中心，

将边疆四周各部看作异族，将双方定位成中央王朝和边疆地方之间的关系。为协调中原王朝与边疆外蕃

的关系，历代中央王朝均设相关规定：秦朝设立典客及典属国处理边疆外蕃事务，典客主要是“掌诸归

义蛮夷，有丞”，接待来往于秦的外蕃首领，提供膳宿；典属国的主要职能为“掌蛮夷降者，接归附请

降……[2]”管理来往于秦的外蕃相关事务，及时协调中原王朝与边疆各部关系。西汉建立后，为确保休

养生息的进行，朝廷对匈奴长期采取“和亲”策略，用以缓和汉匈关系。汉武帝时，随着国家和军队的

逐步强大，西汉与匈奴爆发大规模战争，这成为汉处理外蕃问题的主要手段。汉代治边机构在中央主要

有“典客(大行令)、客曹尚书等；武帝太初元年改称大鸿胪，主要掌诸侯外蕃，四海归顺蛮夷，及四方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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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夷狄。处理边疆关系的地方机构有郡县、属国等，并置都护、中郎将和校尉等管辖外蕃[3]”。早在两

汉时期，为有效经略外蕃事务，中央王朝就通过设立西域都护府、长史府等在外蕃之地管辖军政事务，

维护边疆地带的安全稳定。汉朝通过“行册封”、“授节传”和“赐印缓”等方式，批准任命外蕃地方

政权官员，在外蕃之境“行使职权”[4]；两汉朝廷在北疆设军政建制包括“使匈奴中郎将，管辖东北外

蕃机构是护乌桓校尉、辽东属国等”[5]；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主要治边机构有“三国时设立的大鸿妒卿、

客曹尚书等，晋朝时设立的客曹、平越中郎将”等[6]，这些外蕃管理机构在处理中央王朝与边疆事务时

起到了重要作用，成为唐朝建立蕃事机构的重要历史来源。 

2.1. 魏晋以来出现了民族融合的大趋势 

隋朝统一全国后，礼部以及鸿寺负责处理外蕃事务，在西北外蕃中通过设郡管理，隋朝通过设立伊

吾、鄯善和且末等郡，加强与西北外蕃的关系；在东北边疆设立辽西、柳城等郡，加强与东北外蕃的关

系；在南部边疆，设立儋耳、珠崖、龙川、郁林、建安和义安等郡，加强与南蛮诸蕃的关系。隋朝统治

集团民族观念狭隘，民族策略失当，激化了中原王朝同东北外蕃的矛盾，尤其是隋炀帝曾试图将高句丽

重新纳入中原王朝版图，先后三征高句丽，但因各方面原因均遭失败。这为唐朝统治集团开创新的民族

观念、推进边疆治理提供了历史经验教训。 

2.1.1. 统治集团需要新的民族策略来维护既得利益 
西晋末年以来，中原经历了剧烈社会动荡和严重民族冲突，这种动荡冲突也为民族交流融合提供了

有利契机。正是在民族大融合的基础之上，北方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得以进一步交融，最终造就了

统一强盛的唐朝。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民族观念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宽容性、开放

性和开明性。唐朝“和亲”策略创新与民族融合大趋势存在密切关系，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共同

推动了边疆治理生了一个新台阶。唐朝统治集团核心成员具有胡族血统，这也成为南北朝之后民族大融

合的政治产物，统治集团上层没有民族偏见，这也为推行开明民族策略提供了有力契机。唐朝也认真吸

收历朝民族矛盾激化造成严重历史后果的深刻教训，继承发展了文明进步的民族观，唐朝推行文明民族

策略是“和亲”策略得以实施的重要历史前提。 
唐朝是在前代民族融合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这一历史渊源成为唐朝推行实施“和亲”策略的

重要前提。北魏以来，北疆各族不断内附南迁，在中原形成了胡汉杂居的复杂局面，北魏迁都洛阳后，

大批外蕃迁入内地，这一历史趋势有力地促进了汉族与外蕃的大融合，为以胡汉混血为主要特征的唐朝

统治集团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基础[7]。唐高祖李渊先祖曾在北朝政权中担任重要职务，参与处理过许多重

要边疆事务，积累了丰富边疆治理经验。唐朝统治集团中的许多核心人物源自于关陇集团，这一军事政

治集团是由宇文氏“所据关跪区域内鲜卑六镇民族及胡汉土著之人[8]”经过一定政治军事斗争取得权势

后、经过长期力量集聚和权力分化组合形成的。 

2.1.2. 唐朝统治集团成员具有胡汉混血血统 
历史上，唐朝统治集团成员具有胡汉混血血统。其一，唐朝宗室兼具外蕃混合血统，如唐高祖李渊

之母具有胡族血统，其源自于已经鲜卑化的匈奴独孤氏一支，唐太宗之母亦具有胡族血统，其源自于鲜

卑族窦氏(即鲜卑绝豆陵氏改姓)一族，由此可知，李渊、李世民父子具有胡汉混血血统。李世民皇后长孙

氏同样具有胡族血统，其源自于鲜卑族群的一支，因政治联姻，唐朝统治集团内部成员普遍具有胡汉混

血血统，皇室之女经过通婚后成为汉化鲜卑人，如唐高祖李渊之女襄阳公主嫁与窦诞为妻，长沙公主则

嫁与豆卢怀让为妻，唐太宗李世民之女则嫁与鲜卑人为妻[9]，唐朝宗室之女因与边疆外蕃各部上层首领

通婚，促进了胡汉交融局面的形成，民族偏见得以基本消除。其二，朝廷众多文武官员来源于外蕃，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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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孙无忌为鲜卑后代，内史令窦威远祖为鲜卑人，唐玄宗时期著名大将哥舒翰(西突厥突骑施人)、高仙芝

(高句丽人)等均来自边疆民族。《新唐书》中记载，诸夷蕃将出身于外蕃者人数众多，唐朝出身于外蕃文

官武将者达数千人，成为统治集团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贵族上层与汉人通婚后形成胡汉混血后

代，这壮大了统治集团的阶级基础。因此，唐朝统治集团内部存在胡汉混血现象，是一种政治博弈的结

果，有利于朝廷协调处理边疆各部事务。 

2.1.3. 文化繁荣为民族策略提供了新的依据 
从文化方面看，唐朝统治集团许多重要人物历经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其血统渗入胡汉文化，日

趋汉化，最后完全汉化。胡人贵族上层内迁后，因受汉文化影响较深，日趋融入华夏文明体系之中，通

过改易郡望、族望来向世人证明自身在中华文明史上的正统地位。举族内迁后，因加强自身政治地位的

需要，外蕃首领在帝王赐姓、更改汉姓后趋于汉化，胡汉差别逐渐消失……如突厥上层首领阿史那思摩

被唐太宗赐以国姓李氏，与中原内地交往密切，文化交流融合逐渐淡化了胡汉血统方面的差别，促使胡

汉差异日渐缩小，一些边疆民族如鲜卑、匈奴等姓氏逐渐消失在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进程中，与其他民族

融为一体[10]。唐朝统治集团重要成员在经历地缘、血缘与文化融合后，其华夷之辨观念有所减弱，民族

偏见日渐消失，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意识日渐显现，这为推行新的民族策略提供了思想基础。《旧唐书》

中记载：“唐朝宗室源流出自于夷狄，间杂胡汉血统，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之为异，皆多见之……”

因唐朝宗室内部源自胡汉血统，世代与外蕃不断交融，思想文化不断渗透，加之借鉴吸取历朝治国经验

教训，结合所处边疆形势，充分认识到民族问题所在及解决边境事务的紧迫性，坚持开明进步的民族观，

推行较为适度的民族策略，将各族凝聚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影响力下，建立了当时世界上独一无

二的强大帝国。 

2.2. “华夷一致”思想催生了进步民族理念 

唐朝实现了有史以来的“大一统”局面，在进入盛唐文明时期以后，其疆域自东起于日本海、向西

直达中亚咸海一带、向南进抵至安南(今越南南部)、向北则越过贝加尔湖一带，境内生活着近百个民族，

朝廷通过开明民族策略长期维持了各民族团结和睦，保持了边境地带的长期安宁，成为自秦以来第一个

未通过修长城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大一统封建帝国，这一举措也便利了唐朝与外邦的经济文化交流。 
唐朝统治集团坚持“华夷一致”的民族思想，唐太宗开创“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后，“胡越一家，

自古未有”“天下归一、万国来朝”成为当时唐朝推行新的民族策略的真实写照。终唐一世，三百多个

外邦和藩国先后派出使者来唐朝贡，派出使节进献方物和特产，确立起臣属关系，与唐朝关系密切的边

疆各部派出质子常驻长安，协调双方关系[11]。唐朝统治集团的民族观念主要有“爱之如一”“华夷一致”、

“四方来朝，天下一家”和“代为舅甥，同为一家”[12]等，成为朝廷制定民族策略的重要来源。唐太宗

在成功施展政治策略分化后，借助强大军事力量一举攻灭东突厥和薛延陀，运用羁縻策略征集回鹘、突

厥、铁勒、契丹、渤海和室韦等族消灭反叛各部，将政治军事影响逐渐深入边族，稳固了边疆形势和内

地安宁，被外蕃共尊为“天可汗”[13]。开明进步的民族观为唐朝治边策略的实施打下了思想基础，其开

明进步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2.2.1. 平等对待外蕃，消除民族隔阂偏见 
贞观八年(公元 634 年)，随着唐朝国力日益增强，位于边疆的外蕃纷纷来长安朝贺，唐太宗于未央宫

设宴招待突厥颉利可汗、南蛮首领冯智戴等各国首领及使节，朝廷三品以上官员一同陪侍，这表明了唐

朝对周边各族极为重视。太上皇李渊感慨道：“胡越(汉)亲如一家，犹如亲戚，自古未之有也……[14]”
边疆外蕃长期和谐相处、友好交往，促进了边疆的稳固，这也是唐朝统治集团在治国安邦中所追求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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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标之一，唐太宗对待外蕃一视同仁，其民族治理思想较历代更为进步，这一措施有效促进了唐朝与

外蕃交往。贞观四年(公元 630 年)，鉴于东突厥威胁唐朝北疆，唐太宗根据形势作出正确判断，通过诉诸

武力消灭了东突厥，唐朝军队俘虏颉利可汗后将其礼送长安，沿途爱护有加，不予凌辱。 
在如何安顿突厥各部方面，唐朝统治集团内部进行了激烈讨论，主要有以下几种意见：1) 将突厥归

附各部迁徙至兖、豫等地，使其与汉人混为一体，通过经济文化交流做到化胡为汉；2) 将其迁徙至黄河

以北，立其首领分管各部，实现分而治之。中书令温彦博具有远见卓识，他在总结历代中央王朝处理外

蕃事务的做法经验后，主张将突厥部众安置黄河之南，通过文化交流，实现同化。《旧唐书》中记载：

“天子之于四夷，如同天地哺育万物，覆载全则安之，今突厥既灭，余部归命，不加安排而弃之，非天

地之义，有阻四夷之嫌，非天子本义。”温彦博的主张得到了朝廷采纳，体现了李世民“华夷归一、爱

之如一”的民族治理思想，其建议合理实用、现实实践性强、治理效果明显，得到朝廷重臣一致认可，

被唐太宗予以釆纳，并迅速推广实施，经过实践运行，实现了唐朝治理东北边疆的预期效果，这一成功

经验迅速被运用到东北边疆治理中[15]。贞观十三年(公元 639 年)，为试探唐朝虚实，薛延陀使者向朝廷

上疏：“至尊破突厥后，须收之为奴婢，将与百姓，反养如民，以子待之……”这即为中央王朝“华夷

一致”民族思想的外在表现，统治阶层也将这一思想理念付诸实际行动。贞观十八年(公元 644 年)，为打

消外蕃对唐朝的疑虑，唐太宗顺势表明自己对待边疆民族的政治态度：“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

皆朕赤子，朕推心置腹……”唐太宗民族治理思想具有超越历代君主的长远眼光，表现了一位杰出封建

时代杰出政治家的治国安邦才能，为促进民族和谐、开创盛唐局面建立了丰功伟绩。 
贞观末年，唐太宗在总结治国安邦的经验时指出，第一条即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

如一……”唐太宗这一民族思想远超历代君主，表明了唐朝对民族策略运用得当，收到了显著效果。唐

太宗正是将这种视“天下归一、四海来朝、爱之如一”的华夷观运用于“和亲”策略，这对唐朝加强与

外蕃关系起了关键作用，唐太宗因其在统一天下、经略边疆和建章立制中的丰功伟绩被外蕃共同尊为“天

可汗”，唐朝与东北民族关系进入最佳融合期，显示了唐朝统治集团在推行民族策略上的高度智慧[16]。
唐太宗对外蕃的开明思想前所未有，代表了封建统治集团的进步理念，这一治国理念远超历代帝王，历

史影响深远，为后世治国安邦提供了有用历史借鉴。唐朝民族治理思想具有历史进步性，统治集团在这

种民族观的指导下发展外蕃关系，这对维护边疆稳定、促进内地安宁和实现政权稳固起了重要作用。唐

朝在鼎盛时期保持了边疆稳定安宁的状况，这一盛世局面均与民族策略的成功实施密切相关。 

2.2.2. 主张“夷夏一致”，努力实现民族交融 
唐太宗以后，唐朝以开明进步的民族思想为指导，用来处理各方民族关系，在外蕃中因势利导推行

了一系列正确可行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措施，使边疆出现了安定和谐的稳定局面。唐玄宗李隆基

在《安置降蕃诏》中说：“开怀纳戎，张袖延狄。”由此看出，唐玄宗继承发展了太宗的民族治理思想，

主张华夷无别，坚持视“夷夏为一家、德抚四夷、四方来朝”的民族治理思想。 
唐玄宗具有雄才大略，采取多项措施和民族策略，对外蕃做到一视同仁，做到“入则纳其朝谒之礼，

出则随之赏赐金银”，以便达到“边疆稳固、华夷一致”的政治目的。在征讨东北外蕃时，唐玄宗提出

了“以上天之德，不限夷狄，全部释放俘虏……”这一高明策略收获了外蕃人心，契丹、奚部等请求归

附，朝廷予以同意。正是因为唐玄宗继续推行开明进步的民族治理思想，在处理民族关系中纠正各种歧

视外蕃的做法。开元十九年(公元 731 年)，吐蕃派出使者向唐朝统治集团请赐儒家典籍，鉴于唐朝与吐蕃

之间的特殊关系，朝廷内部为此展开激烈争论，以于休烈为代表的保守派认为应“守典存国”，以裴光

庭为代表的开明派主张应予其典籍，实现“化流无外”，借以展示“天朝上国”的恩泽。唐玄宗从长远

利益出发，采纳裴光庭建议将大批典籍派专人送至吐蕃，后来，朝廷又将部分典籍送至渤海，渤海借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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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发展了自己特有的政治经济制度体系。可见，统治集团的民族思想影响着唐朝与东北各民族的关系，

是唐朝执行民族策略的重要理论基石。 
众多唐朝诗人在边塞诗表达了当时统治集团的民族思想，后人从这些文学作品中总结出了唐朝与边

疆民族关系以及东北民族交融情况。岑参是唐朝著名边塞诗人，其边塞诗高达一百零八首[17]，占其现存

四百零三首诗歌总数的四分之一。唐朝边塞诗歌委婉表达了统治集团尊重民族风俗习惯、努力维护民族

关系，歌颂朝廷与外蕃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现象，这打破了历代统治者胡汉分治的民族偏见，详实记录

了渤海等东北外蕃派人赴长安学习汉文化的真实情景，从侧面反映出唐朝与东北边疆民族的融洽。李白

在其数十首边塞诗中真实描绘出了唐朝民族关系情况，唐朝统治集团民族平等观念中包含的“一视华夷”

“夷夏之防”等思想在这些边塞诗中均有不同程度地体现。李白借助边塞诗鲜明表达出了唐朝东北境内

各族之间希望友好往来、和睦相处的美好愿望，这是唐朝与东北民族关系发展的一个缩影。 

2.2.3. 以诚结交边疆诸族，展示天朝上国的应有威信 
李世民在继位时即昭告天下：“吾以诚信御天下，欲使臣民皆无欺诈。”这种治国策略随即被朝廷

用以协调外蕃关系和处理边疆事务中，很快产生了巨大的历史效应。李世民在《册突厥李思摩为可汗文》

中明确表示：“自古以来，君主守诚信者，天下归之……朝廷以信义为本，怀柔外蕃。信义天下。”贞

观元年(公元 627 年)，因突厥上层首领内部发生长期纷争，颉利可汗所部受到一定损失，实力大为减弱，

唐朝统治集团有人主张应趁乱出兵突厥，唐太宗经过权衡利弊后没有同意，原因是他在立国之初曾经与

颉利结盟于渭水之滨，不忍打破双方既有和谐关系，在今后处理与外蕃关系时带来诸多不便，便云“岂

有亲与之和，处其灾祸而乘危迫险以灭之耶？”众多朝臣听后表示理解，对其做法表示赞同。 
唐太宗在处理朝廷与东北民族关系时能够做到“存信”，他认为在处理与外蕃关系中应遵循的“诚

信”原则，并在处理具体边疆与民族事务中努力践行。针对统治集团内部分歧，唐太宗通过说服朝廷重

臣阐述了这一原则在处理民族关系、维护边疆稳定的重要性。魏徵在总结历代君主治国经验后，向唐太

宗劝谏道：“德礼诚信，国之根本，朝廷大纲，天子诚信，则胡汉为一体……”褚遂良也向唐太宗劝谏

道：“信义为国本，国之大纲，天子以信义而抚外蕃，怀柔戎夷，则四夷皆服，思报恩德……”在《贞

观政要》中有相关记载：唐朝君臣认为与外蕃交往时务必讲信义，怀柔远蕃，减少攻伐。唐太宗尤为重

视诚信在朝廷处理外蕃事务的应用，这一原则经过唐高宗沿用不断得到完善发展，武则天在平定契丹反

叛时采用诚信，逐步扭转了初期平叛初期失利的不利局面。 
唐玄宗曾向边疆首领许诺：“国家信若四时”，这保持了开元年间东北边疆的稳定局面；唐宪宗主

张“推布诚信”，这在很大程度上稳定了东北各族上层首领，使其不参与中原地区的藩镇割据。唐朝历

代统治集团感到诚信原则在处理民族问题中的关键作用，将其逐步加以实践，恰当处理了发生在东北边

疆的一系列军事政治危机。 

2.2.4. 在安抚怀柔策略下通过政治军事手段降附各族 
自古以来，中原王朝就有对外蕃施展怀柔策略的历史传统，这种做法到了唐朝更是发展到了极致。

《诗经》有云：“怀柔百神，神以王主，祭之则安，故云来安”，这一做法此后便为历代中原王朝君主

用在治国安邦方面，通过实施政治军事手段以招降外蕃，确保国家长治久安。贞观四年(公元 630 年)，东

突厥灭亡后，为防止其重新崛起威胁唐朝边境安宁，唐太宗经过深思熟虑，接受了温彦博的主张：“自

幽州至灵州之间，(朝廷)设立祐州、顺州、长州、化州都督府，管辖民政，居长安者近万户，各部首领前

来归降者，皆拜为将军中郎将，位列朝廷，皆受封赏，五品以上者过百人……”唐朝这一做法收拢了民

心，直接导致东突厥失去了重新崛起的社会根基，朝廷也确立起对内附各部的牢固统治。贞观七年(公元

633 年)，朝廷为表示对外蕃施以恩威，实现怀柔远方的政治目的，唐太宗特命侍中魏徵“收录自古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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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子弟成败之事，命其名曰《自古诸侯王善恶录》，以赐诸王，怀柔四荒、亲睦九族、天下归一”。

这一做法在统治集团民族策略上具有开创性，超越了历代帝王对外蕃的恩泽。 
唐朝主要通过采取三项主要措施对东北边疆民族进行政治怀柔：其一是在边疆贵族上层进行恩典，

使之享有较高荣誉。武德年间，李世民主动与突厥首领突利可汗结成军事政治同盟，双方决定以兄弟相

称，唐朝通过“以诚待之、恩义抚之”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获得了突厥对唐朝平定中原割据势力的军

事支持。贞观十九年(公元 645 年)，唐朝大举讨伐高句丽，大将契甚何力在战斗中受伤，唐太宗亲自为其

敷药，这是亘古未有之事，赢得了契丹、奚族等军卒对唐朝帝王的爱戴，他们打仗时更为卖力，被高句

丽裹挟的一部分奚族士卒则倒向唐军。唐太宗对外蕃抚之以恩义，施行于实践，使其从内心臣服于唐朝，

改变了东北外蕃政权对唐朝的敌视态度，其上层首领开始主动与唐朝发展政治关系。经过讨伐高句丽一

役，东北外蕃看到了唐朝的诚意，唐太宗对外蕃采取“缓之以德”策略收到明显治边效果。其二是以诚

相待，通过信义赢得边疆首领政治军事支持。唐朝与外蕃逐步建立广泛联系后，唐太宗、唐高宗和唐玄

宗励精图治，不断将“仁”、“义”、“礼”、“信”等中华传统文化运用到民族策略中，将其灵活运

用借以解决民族事务，化解民族矛盾，处理民族关系，以中华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对外蕃施展政治影响，

如唐太宗通过“以诚信御天下”，使契丹和奚族一部归附，渤海各部也感受到这种策略带来的益处，被

边疆民族共同尊称为“天可汗”，这显示了唐朝帝王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有效维护了边疆安定团结的

大好局面。 
朝廷对外蕃实施怀柔策略是需要满足一定条件的，即外蕃必须与唐朝保持藩属关系，接受唐朝的管

辖，视唐朝为中央王朝，双方呈现一种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维持藩属义务，边疆各部需尽“人臣之礼、

朝贡述职、为唐朝蕃屏”，一旦违反，唐朝就会进行军事征讨，唐朝多次讨伐高句丽即说明了这一点[18]。
总之，唐朝开明民族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较长过程，统治集团在处理民族问题时灵活处理，摒弃历代

帝王民族偏见，在处理边疆事务时保持理性态度，在处理民族关系时继承发展了“和亲”等措施。 
在唐朝，统治集团的开明进步思想是朝廷实行“和亲”策略的现实基础。唐朝根据治国安邦需要借

鉴前代“和亲”经验，将其发展成为一种笼络边疆各部上层首领的政治手段，朝廷以诏令形式确定“和

亲”策略的实施内容，武德二年(公元 619 年)，为协调处理好与边疆民族关系，唐高祖李渊正式下诏：“怀

柔外蕃，重在羁縻……今大势已定，国运昌盛，革除积弊，应与和亲。”唐朝总结历代中央王朝处理与

外蕃关系的经验，认为“和亲”是一种可行的民族策略。作为历朝历代强化中央王朝与边疆民族的一种

政治策略，“和亲”逐渐被唐朝统治集团奉为治国安邦及处理边疆事务的重要准则，朝廷在中后期一直

在沿用这一策略，在处理民族关系和丰富治边体系中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这一策略一直沿用到唐朝灭

亡。 

3. 唐朝强化中央机构职能来处理外蕃事务 

唐朝，朝廷在与外蕃政权交往中需要处理的民族事务纷繁复杂，各方民族关系均需要协调维护，为

协调处理民族关系、应对边疆复杂局面，四方馆、鸿胪寺、礼宾院、太仆寺和将作监等开始发挥职能作

用，成为朝廷处理边疆与民族事务的官方机构，朝廷以通事舍人主管，隶属于中书省。随着唐朝与边疆

民族关系发展，朝廷逐渐将四方馆作为接待边疆使团、处理民族事务和协调民族关系的常设机构，将其

列入中书省，设通事舍人主之，其管理民族事务的中央机构作用日益增强。四方馆成为唐朝接待外蕃乃

至外邦藩国、协调民族关系和处理民族事务，具有一定行政管理职能的主要藩事机构[19]。 

3.1. 完善四方馆职能作为外蕃事务处理机构 

唐朝立国后，朝廷为积极应对边疆民族事务，完善加强了四方馆职能，使其成为朝廷处理边疆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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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藩国外邦事务的主要机构，这一变化顺应了唐朝推行民族策略与发展民族关系的历史趋势。随着封建

国家“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四方馆成为朝廷推行民族策略、处理民族关系和发展对外关系的官方机构，

经略边疆民族事务和拓展外邦交流是其主要职能。四方馆严格贯彻朝廷施展“恩及泽远、布兹宽惠、惠

及各邦、天下来朝”的政治策略，认真处理边疆各部与外蕃事务，实现“悦近来远、四方来朝”的长远

目的，对外展示唐朝形象，提高国家地位，促进了唐朝与外蕃之间的交流[20]。随着唐朝与外蕃之间关系

发展变化，四方馆职能也发生了发展变迁，这完全是由唐朝国家利益以及处理边疆民族事务的实际需要

所决定，这种变化需要服从于国家对外交往和民族融合的实际。随着唐朝与外蕃关系的日益紧密，四方

馆主要职能日趋复杂，朝廷开始利用其收集外蕃政治、军事和文化情报，利用其探寻边疆各部内部事务，

为朝廷决策服务。如渤海王室内部发生内讧后，朝廷通过四方馆及时侦知这一变故，唐朝统治集团内部

就如何应对渤海王被杀这一事件迅速达成一致意见，妥善处理了唐朝与渤海的关系，避免了军事手段的

介入。 

3.2. 完善鸿胪寺卿等机构职能处理民族矛盾 

唐初，唐朝边疆民族分布状况如下：东北边疆分布契丹、奚、室韦和靺鞨等，西北边疆分布突厥、

回纥和吐谷浑等，西南边疆分布吐蕃、南诏等，周围另分布有高丽、天竺、拂称、波斯、尸利佛誓、诃

陵、林邑等外邦。唐朝与这些政权关系错综复杂，双方关系性质也经常处于变化之中，主要表现为藩属

国(中央与地方)、友邻国(平等友好)和敌对国(冲突关系)三种关系[21]。随着形势变化，敌对国一旦被唐朝

征服，双方关系即成为藩属关系，如唐朝征服高句丽后就呈现这种变化；友邻国一旦关系恶化也可能变

成敌对国，唐朝与吐蕃会盟后双方结成“甥舅关系”，后来双方发生战争使两者关系摇摆不定；契丹反

唐失败后，唐朝与契丹由敌对关系恢复原有藩属关系。 
随着唐朝与外蕃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联系的日益紧密，民族间融合加快，如唐朝鸿胪寺卿等蕃

事机构职能日趋完善，四方馆在管理入境胡商贸易时也对其开展多方位侦察，及时掌握边疆政权内部动

态，朝廷借以从中获取对方内部重要情报。在契丹反唐一事中，武则天通过判断四方馆及时提供的可靠

奏报，在平叛后期及时调整军事部署，扭转了军事上的被动局面[22]。随着唐朝国力的日益增强，四方馆

规模作用逐渐扩大，开始“增添安置内僚、对外侦察和接受文书”等职能，这有利于朝廷及时掌握了解

蕃情和协调处理各方关系，使朝廷能够牢固控制边疆各部和经略外蕃。外蕃和外邦使客来朝贡后经常聚

集在四方馆周围，这便于朝廷与边疆各部之间处理有关事务、相互取得联系。 
唐朝统治集团在处理民族问题时区别对待，分门别类施展政治、军事等手段妥善处理民族矛盾，通

过妥善处理各方关系进而完善民族策略体系，提高国家政治地位。盛唐时期，东北外蕃为了实现自身军

事政治利益，契丹、奚主动向唐朝皇帝示好，借以表达归顺之意，朝贡、和亲、互市等使者频繁往来于

长安之间。外蕃与唐朝保持友好关系具有一定政治目的，奚部实力较弱，长期受到突厥的奴役，为摆脱

控制选择归顺唐朝，借以维护自身利益。贞观二年(628 年)，鉴于唐朝国力日盛，契丹酋长“摩会率其部

落来降”，与唐朝建立了密切联系。唐朝建立后，契丹一直长期依附突厥，受其控制。鉴于唐朝对东北

边疆鞭长莫及，契丹对唐朝在政治态度上摇摆不定，时叛时降。摩会此次率部归附，这极大影响了突厥

在接下来如何处理与唐朝之间的关系。渤海上书唐朝请求建立臣属关系等予以强化，唐朝与东北边疆民

族关系变得日益融洽。 

3.3. 接纳外蕃入唐学习，宣扬盛唐时期文明 

唐朝此时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采取“淡化彼此偏见和消除民族隔阂的态度，将唐朝与外蕃视作中央

王朝与边疆地方之间的关系[23]”等措施，妥善化解了一系列民族矛盾。武德二年(公元 619 年)，唐朝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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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厥仍维持着结盟关系，双方往来密切。《旧唐书》中记载：“突厥遣使来告，始毕可汗之丧，上举哀

于长乐门外，当废朝三日，遣内史舍人吊处罗可汗，诏令百官吊唁。赃帛三万段……”四方馆在唐朝处

理民族事务、发展民族关系等方面作用日益凸显，成为唐朝用来协调处理民族关系最为重要的藩事机构

[24]。 
唐朝的强盛富庶吸引了日本、新罗和渤海等国，纷纷遣使入唐朝学习文明制度。统治集团也实施开

明的民族策略，允许接纳各国入唐交流学习，其政治、经济、社会、科技和文化等呈现多元开放性等特

点，华夏文明进入了全盛时期，许多欧亚古国与唐朝保持了密切交往。胡乐已进入贵族生活圈子，成为

唐朝国乐的一部分。宫廷乐共有十部，其中高丽、疏勒、龟兹、安国、康国、天竺(亦称扶南)和高昌等七

部属夷狄之乐，包括朝廷重臣在内的唐朝人也穿着胡服，胡汉文明交融进一步深入。我们由此可以推知，

这一现象是对唐初以来大量外蕃入居内地、实现民族交融的客观承认。盛唐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上占有重

要地位，促进了中央王朝与东北外蕃的文化交流，促使民族关系朝着和谐稳定的方向不断发展，推动了

东亚文化圈的最终形成。 

4. 唐朝在推行民族策略方面具有创新性 

唐朝在边疆民族设置羁縻机构，采用与内地州县不同的方式进行管辖，以此处理民族事务和解决民

族矛盾，收到了“华夷一致、四海来归”的治理效果，使归降各族能够对唐朝产生归属感，其统辖形式

相比历代王朝主要具有以下创新性。 

4.1. 保留本民族统治机构不变，发挥原有职能 

外蕃在向唐朝归附后，朝廷并不直接将这些边疆地区纳入国家行政管理体系，而是保留原有体制不

变，从长官到僚佐均由外蕃充任，朝廷允许其在境内称之为“国”，奚、契丹首领可称“王”、“可汗”

等，以维护自身政治地位。渤海因与唐朝保持密切关系，历代首领在接受朝廷册封后一直称王，正式定

国名为“渤海国”。在不危及国家利益基础上，唐朝同日本等周边国家保持邦交关系。 
贞观二十年(公元 646 年)，为消除薛延陀这一共同敌人，唐朝与回纥等联合出兵讨伐，唐太宗诏令于

回纥之地设立六府七州。贞观二十一年(公元 647 年)，唐朝设立瀚海都督府，管辖回纥诸部军政事务，受

燕然都护府节制，由其代表朝廷处理边疆事务。朝廷令其首领吐迷度为瀚海都督，当时吐迷度已称可汗，

朝廷之后予以下诏追认。 
龙朔三年(公元 663 年)，朝廷为加强对北疆控制，将燕然都护府迁至漠北回纥原居地，治所在瀚海都

督府，同时改其名为瀚海都护府，与云中都护府以碛为界，兼领碛北诸多羁縻府州，管辖回纥各部。总

章二年(公元 669 年)，朝廷将其改为安北大都护府。垂拱二年(公元 686 年)，因后突厥兴起挤压迁至漠南。

唐太宗在派兵征服焉者地区后以其地为焉省都督府，令原焉者王之弟婆伽俐担任国王兼领都督，原行政

机构照旧不变[25]。朝廷通过这种依靠原有行政机构进行管辖的办法，规避了因原有体制变化而可能带来

的混乱，维护了边疆的稳定安宁。 

4.2. 朝廷派官代表中央在边疆政权实行“监领制” 

边疆民族归降唐朝以后，朝廷在保留原有政权行政机构，承认其首领统治地位的同时，派遣官员代

表中央对其进行监视，督导其履行藩属义务，这在东北边疆政权表现尤为明显。开元十四年(726 年)，为

防止东北边疆出现动乱，朝廷不断强化对黑水靺鞨的管辖，在此设立黑水都督府，所有体制惯例保持不

变，上层首领仍归各位，以其原有首领充任都督，管辖当地军政事务。《册府元龟》中记载：“中国(即
中央王朝)设立长史，统领其部，以监领之……”由此可见，朝廷在赋予东北外蕃一定自主权的同时，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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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地方军政机构予以监督管辖，防止其发动叛乱反抗朝廷，表现出朝廷统治集团的政治手腕，这对维

护东北边疆稳定起了重要作用。 
当时，黑水靺鞨尚处于原始社会，正由父系氏族向奴隶制社会过渡，在东北边疆的政治影响力日益

剧增，位于其南面的新罗和西面的渤海也开始强大起来。朝廷通过在此设长史监领，既可以加强对黑水

部的控制，亦可通过扶持黑水靺鞨起到制约新罗、渤海势力膨胀的作用。 

4.3. 唐朝在外蕃归降政权中实行“汉官参治” 

唐军在攻灭边疆民族政权后，朝廷即派朝臣充当羁縻府州部分官员，分赴边地与归附边疆民族联合

组成统治机构，共同管辖治理这些内附之地。总章元年(公元 668 年)，唐朝以军事手段消灭高句丽后，以

安东都护府管辖原有旧地，治所在今天平壤，同时设立府、州和县管辖体制，“灭敌酋有功者为都督、

刺史、令，同汉官参治，管辖其地”。灭亡高句丽之后，唐朝将其疆域拆分为九个都督府、四十二个州、

一百余县，普遍建立起各级行政机构，以安东都护府统领，管辖当地军政事务，对高句丽旧地进行统辖。

为防止高句丽残余势力死灰复燃，唐朝令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领兵两万镇守其地，同时兼领检校安东都

护，管辖军政事务，这一策略顺应了当时朝鲜半岛形势，保障了东北边疆的军事安全。 
唐朝统治集团一直坚持开明的民族观，促进了民族关系的发展。为了吸引更多夷狄归降，唐朝继承

发挥了历史上早已实行的“夷狄进至于爵”，提拔一批胡人担任边疆重要军事将领，甚至是作战军队的

主帅，如高仙芝(高句丽人)、哥舒翰(突厥人)等担任中央军主帅讨伐安史叛军。贞观四年(公元 630 年)，
突厥请降归附以后，其酋长使至者，“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于朝堂之上，五品之上者百余人，与朝士

相半……”为了镇守边疆的政治需要，朝廷提拔大批胡人担任武将，唐玄宗为确保东北边疆这个重要战

略方向的军事安全，在武将选用提拔方面，胡人甚至优先于汉人，安禄山军事集团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

归因于此。 
随着“夷狄”内附，唐朝出现了“华夷一统、四夷如一家”的局面，这与唐朝的进步民族观是分不

开的。《新唐书·地理志》中记载：唐朝最多时共设立羁縻府州八百五十六个，除少量境内边州侨置羁

縻府州以外，绝大部分设在外蕃原聚居地。羁縻府州都督(刺史)均由外蕃原有首领兼领，代表朝廷管辖当

地军政事宜，爵位皆可世袭。《新唐书》中记载：“(羁縻府州)虽贡赋版籍，但不上户部，然声教所暨，

均由边州都督所领，著于令式……”这恰是“夷狄进至于爵，则天下远近大小如一”的根本所在。 
唐朝在边疆民族聚居区主要实施了三种管辖方式，其共同特征是：外蕃尊奉唐朝为中央王朝，承担

藩属义务，接受朝廷调遣，代表朝廷管辖属地军政事务，努力维护国家统一稳定、边疆地带的安宁，外

蕃保持原有社会制度习俗，原有管辖机构不变，朝廷承认外蕃首领在本部的政治地位。这是羁縻府州与

一般府州的最大区别，从唐朝对羁庶府州具有行政权、司法权、调兵权和税收权来看，羁縻府州又是朝

廷地方行政机构，这是唐朝在处理民族事务、协调民族关系方面的创新之处，从而有效维护了封建统治

稳定，确保了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统一。 

5. 唐朝民族策略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初萌芽 

从本质上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多民族国家建设所要依托的广泛认同，这一认同的历史合法性

源头之一便是大一统及其所含蓄的包容精神。唐朝是我国多民族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北疆地区兴起众

多民族，唐统治者施行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一致得到边疆民族的共同拥戴，民族关系较为和谐，民族

交流广泛。唐通过设立军事行政机构巩固羁糜统治、实行册封制度、“和亲”政策和使用边疆民族人才

的政策，可以充分反映出唐代民族政策具有较为鲜明的灵活性。对不同民族问题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

设立军事行政机构针对的是解决北方突厥，回纥及东北靺鞨民族问题；册封制度针对的是回纥、靺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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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诏民族；和亲政策针对的是缓和唐朝和吐蕃的关系。唐朝统治者能从各个民族问题产生原因出发去解

决或缓和矛盾，实行开明的政策在总体原则上依然把握着“以和为主”这一政策。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深植于历史，唐朝统治集团总结了历代民族策略的得失，在维护“大一

统”局面的前提下善待边疆民族，在处理边疆事务中坚持“以和为贵”，“以抚为主”，重视经济文化

交流，建立了和谐融洽的民族关系，和谐稳定的边疆环境又促进了盛唐文明的繁荣发展，出现了“天下

一家，四海来归”的大好局面。唐朝统治集团坚持“华夷一致”的民族思想，为有效经略东北边疆，唐

朝把加强民族认同，实现民族团结作为促进东北民族融合的主要手段。唐太宗李世民指出：“夷狄亦人

耳，其情与中夏不殊。”这种开明的民族政策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成是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初萌芽。 
伴随着历史的前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经历了从天下观场域中的“华夷一统观”向近代民族国家

场域中的“中华民族观”，继而向新时代和全球化场域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转型与跃升。“大

一统”是中国历史上政治精英治辖天下的理念、制度与实践，从历史传统看，“大一统”始终是中华各

民族的价值追求和最高目标，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实现国家统一为己任，都把自己建立的王朝

视为中华正统，统一一直是中国历史的主流方向。隋朝统一结束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长期分裂局面，唐

朝继续沿袭了这种国家统一稳定的良好局面，并推行了开明的民族政策来维持国家长治久安，积累了丰

富的民族治理经验。正是由于这种开明的民族政策使唐朝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文化体系与唐周边藩国及

中原周边民族有了密切交流，极大促进了民族发展与融合。唐朝的盛世局面得以开拓交流过程中所产生

的文化成果，不但促进着中华文明的不断进步，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促进世界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

得益于唐代开明的民族政策，中亚和欧洲文明经由边疆地区进入中原，而中原文化精髓也影响着周边国

家并传播到欧亚其他国家，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中国贡献。唐朝施行的开明民族政策大大加强了周

边边疆民族与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促进了边疆民族封建化和边疆地区的开发及民族融合，唐

朝时期边疆各民族都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做出杰出贡献，共同创造了大唐盛世，促进了中华大一统局面的

正式形成，并将这种局面巩固下来，一直沿袭到当代，对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地区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提供了重要历史依据，保持了民族地区长期繁荣稳定的良好局面，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民族治理道路，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更多民族力量。 
在唐朝民族关系上，尽管朝廷与边疆民族之间发生过军事冲突，友好交流是主流，汉族与边疆各民

族共同创造了伟大的中国历史，共同促使封建社会不断前进，为后世留下了一条宝贵的治国理政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系统总结了历史上中原王朝处理与周边民族关系的经验教训，开启了边疆与

民族治理的新时代。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高度重视东北边疆及其民族治理工作，始终把东北经济和

社会发展工作放在整个国家发展和进步的大局中通盘考虑，在“抗美援朝”这一立国之仗中挫败了美帝

国主义的狂妄企图，维护了中国东北、朝鲜半岛安全和远东和平，稳定了东北亚政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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